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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折扣行为的加工机制：基于查询理论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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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大学心理学系暨研究所; 宁波大学群体行为与社会心理服务研究中心, 浙江 宁波 315211) 

摘  要  跨期决策中的负折扣行为对传统基于正折扣假设的决策模型提出了挑战。本研究基于查询理论, 通过 4

项研究系统探讨了负折扣行为的加工机制。研究 1 和研究 2 采用方面列表法发现, 优先且更多查询立即损失的“价

值增加”信息的个体, 更倾向于选择立即损失; 而优先且更多查询立即损失的“价值减少”信息的个体, 更倾向于选

择延迟损失。研究 3 则通过操纵查询顺序, 旨在检验查询顺序对负折扣行为的因果影响, 结果发现, 优先检索立即

损失理由会增强负折扣行为。研究 4 进一步表明, 随着损失金额增大, 个体更倾向于选择延迟损失, 其机制在于检

索更多立即损失的“价值减少”信息且检索顺序更早。本研究为理解负折扣行为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并为行为干预

提供了实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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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跨期决策(Intertemporal Choice)是指个体在对

不同时间点所发生的成本与收益进行权衡后, 所做

出的判断与选择(Frederick et al., 2002)。根据经典

经济学理论, 该类决策通常伴随时间折扣过程, 即

个体对未来结果的主观价值评估会随着延迟时间

的 增 加 而 呈 现 递 减 趋 势 (Frederick et al., 2002; 

Green & Myerson, 2004)。研究表明, 较高的时间折

扣往往与抑郁、物质成瘾及肥胖等风险行为存在正

相关关系, 而较低的时间折扣则更有利于促进长期

导 向 的 行 为 , 例 如 财 富 积 累 与 健 康 行 为 的 维 持

(Amlung et al., 2017; Daugherty & Brase, 2010; 

Finke & Huston, 2013)。目前主流的跨期决策模型, 

如折扣效用模型、双曲线折扣模型及准双曲线折扣

模型, 均建立在正时间折扣的基本假设之上。这些

模型一致认为, 个体普遍表现出对即时收益的偏好

与对即时损失的规避, 即倾向于更早获得收益或将

损 失 推 迟 至 未 来 (Harvey, 1994; Loewenstein & 

Prelec, 1992; Loewenstein & Prelec, 1993; Mazur, 

1984; Thaler, 1981)。 

然而, 现有研究发现存在与正时间折扣相悖的

现象, 个体在面对负性事件时, 往往倾向于加速负

性事件的发生 , 表现出负时间折扣 (简称负折扣 , 

Negative Temporal Discounting) (孙红月 等, 2021)。

例如 , 在医疗情境中 , 患者面对痛苦的医疗程序

(如化疗), 即使延迟并不会增加生理痛苦, 许多人

仍会选择立刻进行, 以避免等待过程中的焦虑与心

理负担。同样, 在债务情境中, 面对无息或低息债

务 , 人们常放弃更符合理性经济规划的分期还款 , 

而选择省吃俭用尽快还清, 以减轻心理压力, 即使

牺牲了其他潜在的投资收益机会。这些现实案例与

Mischel 等人(1969)的研究发现一致 , 即多数被试

更倾向于立即接受令人不适的体验 , 而非将其延

迟。Berns 等人(2006)也表明, 部分被试愿意接受强

度更高的即时电击以缩短等待时间; Harris (2012)

的研究进一步指出, 在社会排斥、疼痛等非金钱负

性事件中, 个体普遍表现出希望尽早处理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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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折扣行为对主流跨期决策模型所依赖的正时间

折扣假设提出了重要挑战, 探讨其加工机制将有助

于深化对人类负折扣行为的理解, 也可为完善现有

理论模型提供关键依据。多项研究进一步揭示, 在

负性事件中该行为比例可达 25%~59%, 显著高于

正性事件中的 2%~9% (Barile et al., 2018; Sun et al., 

2022; Yeh et al., 2020)。鉴于负折扣行为在负性事件

中表现更为典型和稳定, 本研究将聚焦于负性事件

中负折扣行为的加工机制。 

在跨期决策研究领域, 负折扣行为的内在机制

一直是学者们探讨的焦点。Mischel 等人(1969)较早

发现, 成人在面临惩罚时更倾向于选择即时承受而

非延迟, 并将其解释为一种旨在缓解心理负担的策

略 , 认 为 等 待 过 程 本 身 可 能 加 剧 负 性 体 验 。

Loewenstein (1987)进一 步提出 预期 恐惧的 概念 , 

指出个体对未来负性事件的情绪性预期会放大延

迟选项的负效用, 从而促使其尽早终结不确定状态

以降低心理不适。Berns 等人(2006)通过电击实验为

该机制提供了支持, 发现大多数被试倾向于立即接

受电击, 印证了等待过程中负性情绪累积的效应。

Harris (2012)扩展了预期恐惧的内涵, 指出其包含

更广泛的情绪与认知成分, 并提出个体存在预期恐

惧最小化的动机, 通过主动调控面对负性事件的时

间以优化心理资源分配。Sun 等人(2015)进一步将

预期反应区分为情绪性预期与反刍性预期, 强调在

等待过程中情绪累积与认知占用对决策的复合影

响。最近, Sun 等人(2022)通过测量和操纵预期恐惧, 

验证了预期恐惧对负折扣行为的影响。这一系列研

究共同揭示并证实了预期恐惧是驱动负折扣行为

的关键心理机制。 

现有研究主要从“预期恐惧”这一因素出发对

负折扣行为进行解释 , 该视角主要基于情绪机制 , 

却相对忽略了决策过程中的认知过程机制, 特别是

信息检索的内容与顺序对决策偏好形成的关键作

用。有研究表明, 决策偏好与其他类型的知识相似, 

受到记忆编码和检索过程的影响(Weber & Johnson, 

2006)。与此观点一致, Kahneman 等人(1999)研究发

现, 个体所报告的决策偏好往往建立在对未来体验

的预期之上, 而这些预期又高度依赖于从记忆中提

取的信息内容。因此, 尽管预期恐惧能够在一定程

度上解释个体为何倾向于缩短负性事件的等待, 但

这一情绪机制未能揭示个体在决策中进行内在理

由建构的认知过程。 

为弥补上述认知过程解释上的空白, 本研究引

入查询理论作为理论框架。查询理论主张, 决策偏

好的形成并非对固有价值的直接反映, 而是一个基

于顺序性信息检索的构建过程(Johnson et al., 2007; 

Weber et al., 2007)。查询理论认为, 首先, 决策者通

常是无意识地将评估问题分解为一系列的“查询子

问题”。例如, 在对“是否应选择当下承受损失”进行

判断时, 个体会先后生成诸如“为什么应选择现在

承受损失？”与“为什么不选择现在承受损失？”等

子问题。其次, 这些子问题按照特定顺序被依次执

行。此顺序会因评估情境的不同而发生变化, 而决

策者自身往往未能觉察到这一分解与执行过程。最

后, 由于输出干扰机制, 首先被执行查询所检索到

的信息 , 会在认知表征上更为丰富、可及性更高 , 

并在后续整合中被赋予更大权重, 从而塑造最终选

择。查询理论已成功应用于解释跨期决策中的折扣

不对称现象。研究表明, 个体并非直接比较选项的

客观价值, 而是通过顺序检索记忆中的支持性理由

来构建跨期偏好(Weber et al., 2007)。例如, 在延迟

决策中 , 个体会优先检索“支持即时收益的理由”, 

这一过程通过输出干扰抑制了后续“支持延迟收益

理由”的可及性, 导致对未来结果的高折扣率。相

反, 在加速决策中, 查询顺序发生逆转, “支持延迟

收益的理由”获得检索优先性, 从而降低了折扣率。

此外, 该理论框架亦被拓展用于解释禀赋效应、风

险偏好及社会偏好等诸多决策现象(Appelt et al., 

2011; Hardisty et al., 2010; Johnson et al., 2007; 

Poon et al., 2023)。由此推测, 负折扣行为可能被理

解为决策者在斟酌过程中生成理由的数量与顺序

存在差异的结果。 

虽然查询无法被直接观察到, 但由此产生的理

由却可以在实验中追踪到。研究通常采用一种被称

为“方面列表”的方法, 要求被试在决策过程中系统

列举支持各选项的理由(Johnson et al., 2007; Weber 

et al., 2007)。该方法通过量化分析理由的数量特征

和时序特征, 为验证查询理论的核心假设提供了实

证依据。基于查询理论框架, 本研究将决策者产生

的信息内容按照两个维度进行分类：(1)关注点(立

即损失/延迟损失); (2)效价(积极特征/消极特征), 

从而构建 2×2 的分类矩阵(见表 1)。然后, 本研究将

这些内在查询到的信息进一步分为两类, 侧重于立

即损失的积极特征和延迟损失的消极特征的信息

被称为“价值增加”信息, 因为它们提高了立即损失

的价值; 侧重于立即损失的消极特征和延迟损失的

积极特征的信息被称为“价值减少”信息, 因为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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贬低了立即损失的价值。本研究旨在采用方面列表

法探讨内在查询内容和顺序对负折扣行为的影响。

本研究假设, 优先且更多查询“价值增加”信息的个

体 , 更倾向于选择立即损失; 优先且更多查询“价

值减少”信息的个体, 更倾向于选择延迟损失。 
 

表 1  关注点和效价的方面信息分类 

 
效价 

积极 消极 

关注点 

立即损失 快刀斩乱麻;  

不用一直牵肠挂肚 

痛苦更快到来;  

没做好心理准备 

延迟损失 可以有心理准备;  

避免冲动决策 

会一直惦记这件事; 

持续处于焦虑状态

  

在查询理论框架下, 决策情境信息会影响决策

选 项 评 估 时 的 信 息 检 索 过 程 (Poon et al., 2023; 

Spälti et al., 2017)。以政治决策为例, Spälti 等人

(2017)研究发现, 选民通常表现出在位者优势, 即

相较于挑战者, 个体更倾向于支持现任候选人。这

种决策偏好源于, 与挑战者相关的信息相比, 个体

对在位者信息的检索更早、更频繁。然而, 当提供

政治意识形态信息时, 若在位者所持立场与被试不

一致, 被试则更可能转为支持挑战者。这一行为模

式同样反映在被试的查询内容与顺序上, 即在无意

识形态提示的情境中, 在位者身份成为主要决策线

索; 而在意识形态信息可获取时, 该线索表现出更

强的决策影响力, 个体对挑战者信息的检索更早、

更频繁。跨期决策中的负折扣行为受到价值与时间

两个维度的共同影响。研究发现, 在面对相同时间

间隔但不同价值水平的选项时, 个体对小额奖赏的

延迟折扣率高于对大额奖赏的折扣率, 这一现象被

称为数量效应(Baker et al., 2003; Ostaszewski & 

Karzel, 2002; Thaler, 1981)。近年来, 数量效应在损

失领域也得到延伸。Sun 等人(2022)认为预期恐惧

在损失金额对负折扣行为的影响中起到了中介作

用, 而本研究进一步提出, 损失程度可能通过影响

决策选项评估时的信息检索过程进而导致决策偏

好不一致。具体来说, 在面临较小损失时, 个体所

体验到的负面情绪强度较低, 但心理上的“未完成

感”相对突出(Klingspon et al., 2015; Mukherjee et al., 

2017)。此时, 小额损失往往启动“快速了结”的心理

框架 , 引导个体优先查询立即损失带来的心理轻

松、省心等“价值增加”信息, 从而更倾向选择立即

损失。与之相对, 在面临较大损失时, 巨大的金额

直接威胁当前资源池的稳定性, 诱发较强的风险规

避动机(Hobfoll, 1989)。此时, 大额损失会启动“风

险缓冲”的心理框架, 促使个体优先聚焦于延迟损

失所能提供的财务喘息空间、未来支付能力改善等

“价值减少”信息, 从而更倾向选择延迟损失。因此, 

本研究拟基于查询理论, 进一步探讨损失程度是否

通过影响个体的信息查询内容与顺序进而影响负

折扣行为。本研究假设 , 在面对较小损失金额时 , 

个体优先且更多查询“价值增加”信息, 更倾向于选

择立即损失; 与之相对 , 在面对较大损失金额时 , 

个体优先且更多查询“价值减少”信息, 更倾向于选

择延迟损失。 

综上所述, 本研究采用 4 项研究考察负折扣行

为的加工机制。研究 1 和研究 2 采用方面列表法探

讨内在查询内容和顺序对负折扣行为的影响。在此

基础上, 研究 3 通过主动操纵查询顺序, 对这一关

系进行了因果性检验。研究 4 进一步考察了损失程

度是否通过影响个体的信息查询内容与顺序进而

影响负折扣行为, 该研究有助于深化对负折扣行为

加工机制的理解。 

2  研究 1：内在查询内容和顺序对
负折扣行为的影响——决策先行 

2.1  方法 

2.1.1  被试 

本研究通过线上平台招募了 220 名被试, 剔除

无效作答 (比如 , 列举 的理由与设问无关、填写

“无”“不知道”和乱码等情况)被试 12 名, 实际有效

被试 208 名(男性 80 人, MAge ± SD = 23.59 ± 4.72

岁)。采用 G*power3.1.9.7 进行事后统计检验效能

分析, 结果表明, 本研究当前样本(N = 208, f = 0.25, 

α = 0.05)可检测到的统计检验效能为 0.904。根据以

往研究, Power > 0.80 可以被接受(Maxwell, 2004), 

这表明本研究的样本量是足够的。 

2.1.2  研究任务 

情境选择二择一范式   情境选择二择一范式

(Binary Choice Approach)参考了 Harris 等人(2012)

和 Sun 等人(2022)的研究, 选取 4 种负性事件(丢失

100 元, 被大黄蜂蛰, 在一场比赛中得到糟糕的成

绩和参加一场准备充分的考试)。针对每种负性事

件, 询问被试：“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你身上, 你愿

意何时发生？”, 被试需要在 7 点量表上标出愿意

此事件发生的时间, 其中 1 = 非常肯定选择现在, 

7 = 非常肯定选择一周后。4 种负性事件的指导语除

涉及负性事件部分的文字不同外, 其余文字皆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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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列表法   方 面 列 表 法 由 Johnson 等 人

(2007)提出, 这是一种口头报告法的变体, 它可以

将个体决策时无意识的自发过程转变为有意识的

思考过程, 以便获取个体内在查询到的信息。方面

列表法要求被试在做出决策后, 写出自己进行决策

时想到的所有理由, 本研究要求被试至少写出两条

理由(Johnson et al., 2007; Weber et al., 2007), 在被

试写出理由后要求被试对这些理由从“关注点”、

“效价 ”、 “权重”三个 方面进行编码 (Poon et al., 

2023)。其中“关注点”的编码方式是：对于每个写出

的理由, 要求被试回答“这个理由是关于立即损失

的还是延迟损失的？”; “效价”的编码方式是：对于

每个写出的理由, 要求被试回答“这个理由是正面

描述(积极)还是负面描述(消极)？”; “权重”的编码

方式是：对于每个写出的理由, 要求被试回答“这个

理由在你刚刚做出决策中的重要程度占多少？”, 

采用 1~10 连续计分。 

2.1.3  研究流程 

首先, 被试进入线上平台阅读完任务指导语后, 

对不同负性事件的时间偏好进行选择。其次, 要求

被试依次填写自己做出决策的理由。然后, 将被试

填写的理由在屏幕上再次呈现出来 , 对于每个理

由, 要求被试回答三个问题, 分别为：“这个理由是

关于立即损失的还是延迟损失的？”; “这个理由是

正面描述(积极)还是负面描述(消极)？”; “这个理由

在你刚刚做出决策中的重要程度占多少？”, 采用

1~10 连续计分(见图 1)。4 种负性事件随机呈现给

被试, 所有以上步骤被试循环完成 4 次。最后, 被

试需要完成人口统计学问题。 

2.2  研究结果 

2.2.1  不同负性事件下的时间偏好选择 

本研究的结果发现, 被试对 4 种负性事件的平

均选择评分均低于 4 分。因此, 本研究基于整体评

分低于理论中点 4 分的分布特点, 并参考同类研究

中根据数据特征调整分组边界的做法(孙红月 等, 

2016), 将选择 1、2、3 分(即小于 3.5 分)的被试划

为“负折扣倾向”个体, 将选择 4、5、6、7 分(大于

或等于 3.5 分)的被试划为“正折扣倾向”个体。结果

发现, 在这 4 种负性事件情境下, 分别有 52%, 52%, 

59%, 76%的被试表现出负折扣行为, 这说明在决

策时大多数被试会更倾向于选择现在发生的负性

事件(见图 2)。 

以负性事件时间偏好选择评分为因变量, 进行

单因素(负性事件情境：丢失 100 元、被大黄蜂蛰、

得到糟糕的成绩、参加考试)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结

果发现, 情境的主效应显著, F(3, 621) = 12.12, p < 

0.001, η2
p = 0.06。事后检验(Bonferroni 校正)表明, 

参加考试的选择评分(M = 2.48, SD = 2.26)显著低

于丢失 100 元(M = 3.57, SD = 2.36; p < 0.001)、被

大黄蜂蛰(M = 3.81, SD = 2.58; p < 0.001)和得到糟

糕的成绩(M = 3.37, SD = 2.51; p = 0.001)。除此之

外, 其他情境两两之间差异均不显著(ps > 0.05)。这

说明了在不同情境下被试的决策倾向存在差异, 因

此将对 4 个情境下的结果分别进行分析。 

2.2.2  不同负性事件下的理由权重分析 

对收集到的被试所填写的理由进行统计分析, 

因被试提出的理由数量不同, 所以对提出两个理由

的被试进行配对样本 t 检验, 对提出 3 个和 4 个理

由的被试分别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见表 2)。 

在“丢失 100 元”情境下, 有 69.71%的被试提供

了两个理由, 结果发现第一个理由的重要性明显高

于第二个理由, t(144) = 16.36, p < 0.001, d = 1.36; 

有 23.08%的被试提供了 3 个理由, 结果发现各理由

之间权重差异显著, F(2, 94) = 117.31, p < 0.001, η2
p = 

0.71, 事后检验(Bonferroni 校正)表明, 理由 1 的权

重显著高于理由 2 和理由 3 (ps < 0.001), 理由 2 的

权重显著高于理由 3 (p < 0.001); 有 7.21%的被试

提供了 4 个理由, 结果发现各理由之间权重差异显

著, F(3, 42) = 44.56, p < 0.001, η2
p = 0.76, 事后检验

(Bonferroni 校正)表明, 理由 1 的权重显著高于理 
 

 
 

图 1  研究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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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3 和理由 4 (ps < 0.001), 理由 2 的权重显著高于

理由 3 (p = 0.002)和理由 4 (p < 0.001), 理由 3 的权

重显著高于理由 4 (p = 0.005)。除此之外, 其他组

两两之间权重差异均不显著(ps> 0.05)。 

在“被大黄蜂蛰”情境下, 有 83.17%的被试提

供了两个理由, 结果发现第一个理由的重要性明显

高于第二个理由, t(172) = 12.40, p < 0.001, d = 0.94; 

有 11.06%的被试提供了 3 个理由, 结果发现各理由

之间权重差异显著, F(2, 44) = 54.94, p < 0.001, η2
p = 

0.71, 事后检验(Bonferroni 校正)表明, 理由 1 的权

重显著高于理由 2 (p = 0.002)和理由 3 (p < 0.001), 

理由 2 的权重显著高于理由 3 (p < 0.001); 有 5.77%

的被试提供了 4 个理由, 结果发现各理由之间权重

差异显著, F(3, 33) = 13.30, p < 0.001, η2
p = 0.55, 事

后检验(Bonferroni 校正)表明, 理由 1 的权重显著

高于理由 2 (p = 0.008)、理由 3 (p = 0.015)和理由

4 (p = 0.003), 理由 2 的权重显著高于理由 4 (p = 

0.022)。除此之外, 其他组两两之间权重差异均不

显著(ps > 0.05)。 

在“得到糟糕的成绩”情境下, 有 87.98%的被

试提供了两个理由 , 结果发现第一个理由的重要

性明显高于第二个理由, t(182) = 12.37, p < 0.001, 

d = 0.92; 有 9.13%的被试提供了 3 个理由, 结果发

现各理由之间权重差异显著, F(2, 36) = 30.73, p < 

0.001, η2
p = 0.63, 事后检验(Bonferroni 校正)表明, 

理由 1 的权重显著高于理由 2 (p = 0.002)和理由

3 (p < 0.001), 理由 2 的权重显著高于理由 3 (p < 

0.001); 有 2.88%的被试提供了 4 个理由, 结果发现

各理由之间权重差异显著, F(3, 15) = 7.72, p = 

0.002, η2
p = 0.61, 事后检验(Bonferroni 校正)表明, 

各组比较差异不显著, 因此采用 LSD 法进行事后 

 

两两比较。理由 1 的权重显著高于理由 3 (p = 0.046)

和理由 4 (p = 0.009), 理由 2 的权重显著高于理由 4 

(p = 0.027)。除此之外, 其他组两两之间权重差异均

不显著(ps > 0.05)。 

在“参加考试”情境下, 有 79.81%的被试提供

了两个理由, 结果发现第一个理由的重要性明显高

于第二个理由, t(165) = 11.18, p < 0.001, d = 0.87; 

有 15.38%的被试提供了 3 个理由, 结果发现各理由

之间权重差异显著, F(2, 62) = 42.05, p < 0.001, η2
p = 

0.58, 事后检验(Bonferroni 校正)表明, 理由 1 的权

重显著高于理由 2 和理由 3 (ps < 0.001), 理由 2 的

权重显著高于理由 3 (p < 0.001); 有 4.81%的被试

提供了 4 个理由, 结果发现各理由之间权重差异显

著, F(3, 27) = 10.10, p < 0.001, η2
p = 0.55, 事后检验

(Bonferroni 校正)表明, 理由 1 的权重显著高于理

由 3 (p = 0.012)和理由 4 (p = 0.019)。除此之外, 其

他组两两之间权重差异均不显著(ps > 0.05)。 

以上结果表明, 被试首次查询到的理由相较于

后续查询到的理由具有更高的权重, 早期生成的理

由在被试的决策过程中扮演着更为关键的角色。 

 

 
 

图 2  不同负性事件中负折扣行为的选择比例 

表 2  不同负性事件下的理由权重分析 

理由

数量 

理由

顺序 

丢失 100 元 被大黄蜂蛰 得到糟糕的成绩 参加考试 

M±SD t or F M±SD t or F M±SD t or F M±SD t or F 

2 个 1 8.71±0.97 16.36*** 8.91±1.07 12.40*** 8.81±1.06 12.37*** 9.02±1.17 11.18*** 

2 7.27±1.20 7.62±1.54 7.61±1.52 7.92±1.43 

3 个 1 8.89±0.85 117.31*** 9.07±0.87 54.94*** 8.81±0.84 30.73*** 9.21±0.78 42.05*** 

2 7.51±0.93 8.34±0.99 8.03±0.84 8.09±1.19 

3 6.16±1.34 6.78±1.08 6.62±1.33 7.07±1.55 

4 个 1 8.82±0.64 44.56*** 8.66±0.92 13.30*** 8.32±1.75 7.72** 9.11±0.93 10.1*** 

2 7.67±1.81 7.93±0.96 7.86±1.49 7.79±1.11 

3 6.46±1.60 7.79±0.81 6.81±1.40 7.42±0.71 

4 4.34±1.70 6.77±1.26 6.04±2.33 6.55±1.48 

注：*p < 0.05, **p < 0.01, ***p < 0.001, 下同。 



1392 心    理    学    报 第 58 卷 

 

2.2.3  不同负性事件下查询内容的差异分析 

以查询内容指数(价值增加信息数量−价值减

少信息数量 )为因变量 , 进行单因素 (负性事件情

境：丢失 100 元、被大黄蜂蛰、得到糟糕的成绩、

参加考试)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因不满足球形性假

设, 采用 Greenhouse-Geisser 校正结果, 结果发现, 

负性事件类型的主效应显著 , F(2.832, 586.268) = 

18.42, p < 0.001, η2
p = 0.08。事后检验(Bonferroni 校

正)表明, 参加考试的理由数量差值(M = 1.19, SD = 

1.88)显著高于丢失 100 元(M = −0.12, SD = 2.32; p < 

0.001)、被大黄蜂蛰(M = 0.09, SD = 2.20; p < 0.001)

和得到糟糕的成绩(M = 0.44, SD = 1.57; p < 0.001); 

得到糟糕的成绩的理由数量差值显著高于丢失 100

元(p = 0.019)。除此之外, 其他情境两两之间差异

均不显著(ps > 0.05)。这说明了不同负性事件情境

下, 被试信息检索的内容倾向(以理由数量差值衡

量)存在显著差异, 且参加考试情境的内容倾向显

著强于其他情境。 

以负性事件时间偏好选择评分为结果变量, 采

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考察价值增加信息和价值减

少信息对个体在负性事件中时间偏好选择的联合

预测作用。 

在“丢失 100 元”情境下, 结果显示, 回归模型

整体显著, F(2, 205) = 272.31, p < 0.001, 两个预测

变量共同解释该选择评分总变异的 72.7% (R2 = 

0.727)。具体而言, 价值增加信息对负性事件时间

偏好选择评分具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β = −0.47, p < 

0.001), 即价值增加信息越多 , 选择评分越低 , 越

倾向立即损失; 价值减少信息对负性事件时间偏好

选择评分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 (β = 0.41, p < 

0.001), 即价值减少信息越多 , 选择评分越高 , 越

倾向延迟损失。 

在“被大黄蜂蛰”情境下, 结果显示, 回归模型

整体显著, F(2, 205) = 644.96, p < 0.001, 两个预测

变量共同解释该选择评分总变异的 86.3% (R2 = 

0.863)。具体而言, 价值增加信息对负性事件时间

偏好选择评分具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β = −0.39, p < 

0.001), 即价值增加信息越多 , 选择评分越低 , 越

倾向立即经历被蛰事件; 价值减少信息对负性事件

时间偏好选择评分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β = 0.57, 

p < 0.001), 即价值减少信息越多, 选择评分越高, 

越倾向延迟经历被蛰事件。 

在“比赛中得到糟糕的成绩”情境下, 结果显示, 

回归模型整体显著, F(2, 205) = 56.81, p < 0.001, 两

个预测变量共同解释该选择评分总变异的 35.7% 

(R2 = 0.357)。具体而言, 价值增加信息对负性事件

时 间 偏 好 选 择 评 分 具 有 显 著 负 向 预 测 作 用 (β = 

−0.35, p < 0.001), 即价值增加信息越多, 选择评分

越低, 越倾向立即面对糟糕成绩; 价值减少信息对

负性事件时间偏好选择评分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

用(β = 0.27, p < 0.001), 即价值减少信息越多, 选

择评分越高, 越倾向延迟面对糟糕成绩。 

在“参加考试”情境下, 结果显示, 回归模型整

体显著, F(2, 205) = 448.48, p < 0.001, 两个预测变

量 共 同 解 释 该 选 择 评 分 总 变 异 的 81.4% (R2 = 

0.814)。具体而言, 价值增加信息对负性事件时间

偏好选择评分具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β = −0.30, p < 

0.001), 即价值增加信息越多 , 选择评分越低 , 越

倾向立即参加考试; 价值减少信息对负性事件时间

偏好选择评分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β = 0.63, p < 

0.001), 即价值减少信息越多 , 选择评分越高 , 越

倾向延迟参加考试。 

2.2.4  不同负性事件下查询顺序的差异分析 

通过计算标准化中位数等级差异(Standardized 

Median Rank Difference, SMRD)来研究个体在时间

偏好上的思维模式。SMRD 值是一种用于衡量被试

产生不同价值信息的顺序倾向的量化指标, 公式为

SMRD = 2(MRi − MRd)/n, 其中 MRi = 被试提交的

理由信息序列中价值增加信息的中位数, MRd = 被

试提交的理由信息序列中价值减少信息的中位数, 

n = 被试提交的理由信息总数(Johnson et al., 2007), 

SMRD 值的范围从−1(价值增加信息更早出现)到

1(价值减少信息更早出现)。对于只填写了单一方面

价值信息的被试, 在计算时将未涉及的价值信息方

面将使用 s+1 进行补充(如被试只填写了 3 条理由, 

且 3 条理由都是价值增加方面, 则价值减少方面使

用 4 作为补充), SMRD 值越低, 表明被试越先想到

价值增加方面的信息。 

以查询顺序指数(SMRD 值)为因变量, 进行单

因素(负性事件情境：丢失 100 元、被大黄蜂蛰、

得到糟糕的成绩、参加考试)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结

果发现, 负性事件类型的主效应显著, F(3, 621) = 

16.80, p < 0.001, η2
p = 0.08。事后检验(Bonferroni 校

正)表明, 参加考试的 SMRD 值(M = −0.54, SD = 

0.85)显著低于丢失 100 元(M = 0.05, SD = 0.10; p < 

0.001)、被大黄蜂蛰(M = −0.01, SD = 1.00; p < 0.001)

和得到糟糕的成绩 (M = −0.20, SD = 0.96; p = 

0.001); 得到糟糕的成绩的 SMRD 值显著低于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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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元(p = 0.03)。除此之外, 其他情境两两之间差

异均不显著(ps > 0.05)。这说明了不同负性事件情

境下, 被试信息检索的顺序倾向(以 SMRD 值衡量)

存在显著差异, 且参加考试情境的顺序倾向(更早

检索价值增加信息)显著强于其他情境。 

采用一元线性回归分析考察 SMRD 值对负性

事件时间偏好选择评分的预测作用。结果显示, 回

归模型整体显著。在“丢失 100 元”情境下, F(1, 206) = 

525.25, p < 0.001, SMRD 值能解释负性事件时间偏

好选择评分总变异的 71.8% (R2 = 0.718), SMRD 值

的回归系数显著(B = 2.00, β = 0.85, p < 0.001); 在

“被大黄蜂蛰”情境下 , F(1, 206) = 1619.02, p < 

0.001, SMRD 值能解释负性事件时间偏好选择评分

总变异的 88.7% (R2 = 0.887), SMRD 值的回归系数

显著(B = 2.43, β = 0.94, p < 0.001); 在“得到糟糕的

成绩”情境下, F(1, 206) = 577.37, p < 0.001, SMRD

值 能 解 释 负 性 事 件 时 间 偏 好 选 择 评 分 总 变 异 的

73.7% (R2 = 0.737), SMRD 值的回归系数显著(B = 

2.24, β = 0.86, p < 0.001); 在“参加考试”情境下, 

F(1, 206) = 931.95, p < 0.001, SMRD 值能解释负性

事 件 时 间 偏 好 选 择 评 分 总 变 异 的 81.9% (R2 = 

0.819), SMRD 值的回归系数显著(B = 2.43, β = 0.91, 

p < 0.001)。以上结果表明 4 个情境下的 SMRD 值

都能正向预测负性事件时间偏好选择评分。 

2.3  小结 

研究 1 结果表明了负折扣行为在多种负性事件

情境中普遍存在, 被试的决策行为与其在决策过程

中查询到的信息内容和顺序有关。具体表现为, 优

先且更多查询“价值增加”信息的个体, 更倾向于选

择立即损失; 而优先且更多查询“价值减少”信息的

个体, 更倾向于选择延迟损失。 

在研究 1 中, “先做出决策再填写理由”的流程

本身可能诱发事后合理化, 使被试在回忆理由时产

生一致性偏差。为排除上述干扰, 研究 2 要求被试在

做出选择之前, 先列出他们在决策过程中想到的所

有理由, 以促使其进行充分思考。因此, 研究 2 采用

“理由先行”的方式, 旨在再次验证研究 1 的结果。 

3  研究 2：内在查询内容和顺序对
负折扣行为的影响——理由先行 

3.1  方法 

3.1.1  被试 

本研究通过线上平台招募了 226 名被试, 剔

除无效作答被试 24 名 , 实际有效被试 202 名(男

性 94 人, MAge ± SD = 23.22 ± 3.40 岁)。采用

G*power3.1.9.7 进行事后统计检验效能分析, 结果

表明, 本研究当前样本(N = 202, f = 0.25, α = 0.05)

可检测到的统计检验效能为 0.895。根据以往研究, 

power > 0.80 可以被接受(Maxwell, 2004), 这表明

本研究的样本量是足够的。 

3.1.2  研究任务 

情境选择二择一范式   情境选择二择一范式

同研究 1。 

方面列表法  方面列表法同研究 1, 但与研究

1 不同的是要求被试在做出决策前填写自己思考不

同负性事件时间偏好时想到的所有理由。 

3.1.3  研究流程 

首先, 被试进入线上平台阅读完任务指导语后, 

填写自己思考不同负性事件时间偏好时想到的所

有理由。其次, 要求被试对不同负性事件的时间偏

好进行选择。然后, 将被试填写的理由在屏幕上再

次 呈 现 出 来 , 对 于 每 个 理 由 , 要 求 被 试 从 “关 注

点”、“效价”、“权重”三个方面进行编码。因有 4

种负性事件, 以上步骤被试循环完成 4 次。最后, 被

试需要完成人口统计学问题。 
3.2  研究结果 

3.2.1  不同负性事件下的时间偏好选择 

结果如图 3 所示, 在这 4 种负性事件情境下, 

分别有 60%, 54%, 60%, 75%的被试表现出负折扣

行为, 这说明了在决策时大部分被试会更倾向于选

择现在发生的负性事件。以负性事件时间偏好选择

评分为因变量, 进行单因素(负性事件情境：丢失

100 元、被大黄蜂蛰、得到糟糕的成绩、参加考试)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结果发现, 情境的主效应显著, 

F(3, 603) = 6.61, p < 0.001, η2
p = 0.03。事后检验

(Bonferroni 校正)表明, 参加考试的选择评分(M = 

2.57, SD = 2.32)显著低于丢失 100 元(M = 3.41, SD =  

 

 
 

图 3  不同负性事件中负折扣的选择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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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4; p < 0.001)、被大黄蜂蛰(M = 3.45, SD = 2.42; p < 

0.001)和得到糟糕的成绩(M = 3.31, SD = 2.52; p = 

0.001)。除此之外, 其他情境两两之间差异均不显

著(ps > 0.05)。这说明了在不同情境下被试的决策

倾向存在差异, 因此将对 4 个情境下的结果分别进

行分析。 

3.2.2  不同负性事件下的理由权重分析 

对收集到的被试所填写的理由进行统计分析, 

因被试提出的理由数量不同, 所以对提出两个理由

的被试进行配对样本 t 检验, 对提出 3 个和 4 个理

由的被试分别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见表 3)。 

在“丢失 100 元”情境下, 有 58.5%的被试提供

了两个理由, 结果发现第一个理由的重要性明显高

于第二个理由, t(116) = 11.32, p < 0.001, d = 1.05; 

有 34%的被试提供了 3 个理由, 结果发现各理由之

间权重差异显著, F(2, 134) = 98.54, p < 0.001, η2
p = 

0.607, 事后检验(Bonferroni 校正)表明, 理由 1 的

权重显著高于理由 2 和理由 3 (ps < 0.001), 理由 2

的权重显著高于理由 3 (p < 0.001); 有 7.5%的被试

提供了 4 个理由, 结果发现各理由之间权重差异显

著, F(3, 42) = 32.30, p < 0.001, η2
p = 0.70, 事后检验

(Bonferroni 校正)表明, 理由 1 的权重显著高于理

由 2 (p = 0.004)、理由 3 (p < 0.001)和理由 4 (p < 

0.001), 理由 2 的权重显著高于理由 3 (p = 0.002)

和理由 4 (p < 0.001), 理由 3 的权重显著高于理由 4 

(p = 0.001)。除此之外, 其他组两两之间权重差异

均不显著(ps > 0.05)。 

在“被大黄蜂蛰”情境下, 有 78.2%的被试提供

了两个理由, 结果发现第一个理由的重要性明显高

于第二个理由, t(154) = 14.44, p < 0.001, d = 1.16; 

有 17.6%的被试提供了 3 个理由, 结果发现各理由

之间权重差异显著, F(2, 68) = 97.41, p < 0.001, η2
p = 

0.74, 事后检验(Bonferroni 校正)表明, 理由 1 的权

重显著高于理由 2 和理由 3 (ps < 0.001), 理由 2 的

权重显著高于理由 3 (p < 0.001); 有 4%的被试提供

了 4 个理由, 结果发现各理由之间权重差异显著, 

F(3, 21) = 15.99, p < 0.001, η2
p = 0.70, 事后检验

(Bonferroni 校正)表明, 理由 1 的权重显著高于理

由 2 (p = 0.030)、理由 3 (p = 0.003)和理由 4 (p < 

0.001), 理由 2 的权重显著高于理由 3 (p = 0.013)

和理由 4 (p = 0.006)。除此之外, 其他组两两之间

权重差异均不显著(ps > 0.05)。 

在“得到糟糕的成绩”情境下, 有 84.5%的被试

提供了两个理由, 结果发现第一个理由的重要性明

显高于第二个理由, t(169) = 18.66, p < 0.001, d = 

1.43; 有 10.9%的被试提供了 3 个理由, 结果发现各

理由之间权重差异显著, F(2, 42) = 95.36, p < 0.001, 

η2
p = 0.82, 事后检验(Bonferroni 校正)表明, 理由 1

的权重显著高于理由 2 和理由 3 (ps < 0.001), 理由

2 的权重显著高于理由 3 (p < 0.001); 有 4.4%的被

试提供了 4 个理由, 结果发现各理由之间权重差异

显著, F(3, 24) = 24.62, p < 0.001, η2
p = 0.76, 事后检

验(Bonferroni 校正)表明, 理由 1 的权重显著高于

理由 2 (p = 0.021)、理由 3 (p = 0.005)和理由 4 (p < 

0.001), 理由 2 的权重显著高于理由 4 (p = 0.020), 

理由 3 的权重显著高于理由 4 (p < 0.001)。除此之

外, 其他组两两之间权重差异均不显著(ps > 0.05)。 

在“参加考试”情境下, 有 80.4%的被试提供了

两个理由, 结果发现第一个理由的重要性明显高于

第二个理由, t(159) = 15.85, p < 0.001, d = 1.25; 有

16%的被试提供了 3 个理由, 结果发现各理由之间

权重差异显著, F(2, 62) = 81.98, p < 0.001, η2
p = 0.73, 

事后检验(Bonferroni 校正)表明, 理由 1 的权重显

著高于理由 2 和理由 3 (ps < 0.001), 理由 2 的权重 
 

表 3  不同负性事件下的理由权重分析 

理由

数量 

理由

顺序 

丢失 100 元 被大黄蜂蛰 得到糟糕的成绩 参加考试 

M±SD t or F M±SD t or F M±SD t or F M±SD t or F 

2 个 1 8.37±1.22 11.32*** 8.65±1.09 14.44*** 8.86±0.94 18.66*** 8.88±0.90 15.85*** 

2 7.04±1.60 7.55±1.40 7.77±1.09 7.82±1.08 

3 个 1 8.79±0.91 98.54*** 8.90±1.00 97.41*** 9.37±0.70 95.36*** 9.26±0.88 81.98*** 

2 7.52±1.34 7.87±1.26 8.42±0.82 8.44±0.89 

3 6.42±1.75 6.84±1.15 7.02±1.21 7.56±1.11 

4 个 1 8.49±0.93 32.30*** 9.39±0.93 15.99*** 9.10±0.57 24.62*** 8.44±1.98 7.86** 

2 7.93±1.25 8.48±0.44 8.02±0.88 7.32±1.56 

3 6.87±1.27 7.37±0.92 7.01±1.69 6.64±1.02 

4 5.44±1.38 6.43±1.11 5.54±1.30 6.55±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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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高于理由 3 (p < 0.001); 有 3.5%的被试提供了

4 个理由, 结果发现各理由之间权重差异显著, F(3, 

18) = 7.86, p = 0.001, η2
p = 0.57, 事 后 检 验

(Bonferroni 校正)表明, 理由 1 的权重显著高于理

由 2 (p = 0.015)。除此之外, 其他组两两之间权重

差异均不显著(ps > 0.05)。 

以上结果表明了被试第一个查询的理由比之

后查询的理由权重更大, 被试越早生成的理由对他

们的决策越重要。 

3.2.3  不同负性事件下查询内容的差异分析 

以查询内容指数(价值增加信息数量−价值减

少信息数量 )为因变量 , 进行单因素 (负性事件情

境：丢失 100 元、被大黄蜂蛰、得到糟糕的成绩、

参加考试)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 结果发现 , 负性事

件类型的主效应显著, F(3, 603) = 11.96, p < 0.001, 

η2
p = 0.06。事后检验(Bonferroni 校正)表明, 参加考

试的理由数量差值(M = 1.06, SD = 1.86)显著高于

丢失 100 元(M = 0.18, SD = 2.19; p < 0.001)、被大

黄蜂蛰(M = 0.04, SD = 2.14; p < 0.001)和得到糟糕

的成绩(M = 0.47, SD = 2.08; p = 0.004)。除此之外, 

其他情境两两之间差异均不显著(ps > 0.05)。 这说

明了不同负性事件情境下, 被试信息检索的内容倾

向(以理由数量差值衡量)存在显著差异, 且参加考

试情境的内容倾向显著强于其他三类情境。 

以负性事件时间偏好选择评分为结果变量, 采

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考察价值增加信息和价值减

少信息对个体在负性事件中时间偏好选择的联合

预测作用。 

在“丢失 100 元”情境下, 结果显示, 回归模型

整体显著, F(2, 205) = 272.31, p < 0.001, 两个预测

变量共同解释该选择评分总变异的 72.7% (R2 = 

0.727)。具体而言, 价值增加信息对负性事件时间

偏好选择评分具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β = −0.47, 

p < 0.001), 即价值增加信息越多, 选择评分越低, 

越倾向立即损失; 价值减少信息对负性事件时间偏

好选择评分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β = 0.41, p < 

0.001), 即价值减少信息越多 , 选择评分越高 , 越

倾向延迟损失。 

在“被大黄蜂蛰”情境下, 结果显示, 回归模型

整体显著, F(2, 199) = 459.50, p < 0.001, 两个预测

变量共同解释该选择评分总变异的 82.2% (R2 = 

0.822)。具体而言, 价值增加信息对负性事件时间

偏好选择评分具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β = −0.51, p < 

0.001), 即价值增加信息越多 , 选择评分越低 , 越

倾向立即经历被蛰事件; 价值减少信息对负性事件

时间偏好选择评分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β = 0.43, 

p < 0.001), 即价值减少信息越多, 选择评分越高, 

越倾向延迟经历被蛰事件。 

在“比赛中得到糟糕的成绩”情境下, 结果显示, 

回归模型整体显著, F(2, 199) = 512.85, p < 0.001, 

两个预测变量共同解释该选择评分总变异的 83.8% 

(R² = 0.838)。具体而言, 价值增加信息对负性事件

时 间 偏 好 选 择 评 分 具 有 显 著 负 向 预 测 作 用 (β = 

−0.45, p < 0.001), 即价值增加信息越多, 选择评分

越低, 越倾向立即面对糟糕成绩; 价值减少信息对

负性事件时间偏好选择评分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

用(β = 0.49, p < 0.001), 即价值减少信息越多, 选

择评分越高, 越倾向延迟面对糟糕成绩。 

在“参加考试”情境下, 结果显示, 回归模型整

体显著, F(2, 199) = 348.52, p < 0.001, 两个预测变

量 共 同 解 释 该 选 择 评 分 总 变 异 的 77.8% (R2 = 

0.778)。具体而言, 价值增加信息对负性事件时间

偏好选择评分具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β = −0.36, p < 

0.001), 即价值增加信息越多 , 选择评分越低 , 越

倾向立即参加考试; 价值减少信息对负性事件时间

偏好选择评分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β = 0.55, p < 

0.001), 即价值减少信息越多 , 选择评分越高 , 越

倾向延迟参加考试。 

3.2.4  不同负性事件下查询顺序的差异分析 

采用 SMRD 值(方面类型的标准化中值等级差, 

具体计算方法见研究 1) (Johnson et al., 2007)来计

算被试产生不同价值信息的顺序倾向(对于只填写

了单一方面价值信息的被试, 在计算时将未填写部

分使用 s+1 进行补充)。 

以查询顺序指数(SMRD 值)为因变量, 进行单

因素(负性事件情境：丢失 100 元、被大黄蜂蜇、

得到糟糕的成绩、参加考试)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结

果发现, 负性事件类型的主效应显著, F(3, 603) = 

9.86, p < 0.001, η2
p = 0.05。事后检验(Bonferroni 校

正)表明, 参加考试的 SMRD 值(M = −0.52, SD = 

0.85)显著低于丢失 100 元(M = −0.13, SD = 0.96; p < 

0.001)、被大黄蜂蛰(M = −0.08, SD = 1.00; p < 0.001)

和得到糟糕的成绩 (M = −0.24, SD = 0.97; p = 

0.006)。除此之外, 其他情境两两之间差异均不显

著(ps > 0.05)。这说明了不同负性事件情境下, 被试

信息检索的顺序倾向(以 SMRD 值衡量)存在显著差

异, 且参加考试情境的顺序倾向(更早检索价值增

加信息)显著强于其他三类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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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一元线性回归分析考察 SMRD 值对负性

事件时间偏好选择评分的预测作用。结果显示, 回

归模型整体显著。在“丢失 100 元”情境下, F(1, 200) = 

262.34, p < 0.001, SMRD 值能解释负性事件时间偏

好选择评分总变异的 56.7% (R2 = 0.567)。SMRD 值

的回归系数显著(B = 2.07, β = 0.75, p < 0.001); 在

“被大黄蜂蛰”情境下, F(1, 200) = 604.45, p < 0.001, 

SMRD 值能解释负性事件时间偏好选择评分总变

异的 75.1% (R2 = 0.751)。SMRD 值的回归系数显著

(B = 2.11, β = 0.87, p < 0.001); 在“得到糟糕的成

绩”情境下, F(1, 200) = 794.33, p < 0.001, SMRD 值

能解释负性事件时间偏好选择评分总变异的 79.9% 

(R2 = 0.799)。SMRD 值的回归系数显著(B = 2.33, β = 

0.89, p < 0.001); 在“参加考试”情境下, F(1, 200) = 

678.70, p < 0.001, SMRD 值能解释负性事件时间偏

好选择评分总变异的 77.2% (R2 = 0.772)。SMRD 值

的回归系数显著(B = 2.40, β = 0.88, p < 0.001)。以

上结果表明 4 个情境下的 SMRD 值都能正向预测负

性事件时间偏好选择评分。 

3.3  小结 

研究 2 的结果与研究 1 一致, 负折扣行为与被

试在决策过程中查询到的信息内容及其顺序有关。

此外, 被试在决策过程中生成的第一个理由往往具

有更高的权重, 表明早期查询到的信息对决策的影

响更大。 

在以往决策领域的研究中, 有研究者通过操纵

查 询 顺 序 从 而 改 变 了 被 试 的 决 策 (Dinner et al., 

2011; Johnson et al., 2007; Weber et al., 2007)。因此, 

研究 3 旨在通过直接操纵被试的查询顺序, 以检验

查询顺序是否会影响负折扣行为。 

4  研究 3：反转查询顺序对负折扣
行为的影响 

4.1  方法 

4.1.1  被试 

本实验采用单因素(查询顺序：立即理由优先

组 vs 延迟理由优先组)被试间设计, 因变量为负性

事件时间偏好选择评分。采用 G*power3.1.9.7 计算

所需最低样本量, 将效应量 d 设为 0.30, α设为 0.05, 

Power 值设为 0.90 时, 计算得到最低总样本量为

172 名被试。通过线上平台招募了 240 名被试, 剔

除无效被试 17 名, 实际有效被试 223 名(男性 77 人, 

MAge ± SD = 23.05 ± 3.28 岁), 其中立即理由优先组

111 人, 延迟理由优先组 112 人。所有被试自愿参

加实验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4.1.2  研究任务 

情境选择二择一范式   情境选择二择一范式

同研究 1。 

反转查询任务   反转查询任务参考 Johnson 

(2007)等提出的范式, 要求被试按照不同的查询顺

序填写自己做出决策时所想到的理由, 共写 4 条理

由。在立即理由优先组下, 要求被试先填写决定立

即损失的理由, 包含立即损失的好处和延迟损失的

坏处 ; 再填写决定延迟损失的理由 , 包含立即损

失的坏处和延迟损失的好处。延迟理由优先组先

填写决定延迟损失的理由 , 再填写决定立即损失

的理由。 

4.1.3  研究流程 

首先, 被试进入线上实验平台阅读完实验任务

指导语后, 被随机分配到立即理由优先组或延迟理

由优先组两种条件下。其次, 要求被试根据指导语

按照相应的查询顺序, 填写自己在决定该决策时所

想到的理由, 共写 4 条理由。然后, 要求被试对负

性跨期事件的时间偏好进行选择。随后, 将被试填

写的理由在屏幕上再次呈现出来, 对于每个理由的

“权重”进行编码。因有 4 种负性事件, 以上步骤被

试循环完成 4 次。最后, 实验结束后, 被试需要完

成人口统计学问题。 
4.2  研究结果 

4.2.1  不同查询顺序下的时间偏好选择 

在立即理由优先组下 , 分别有 54%、35%、

60%、74%的被试表现出负折扣行为, 在延迟理由

优先组下, 分别有 49%、38%、52%、71%的被试表

现出负折扣行为。以查询顺序(立即理由优先组 vs

延迟理由优先组)为自变量, 对被试负性事件时间

偏好选择评分进行分析(见图 4), 独立样本 t 检验的

结果显示, 在“被大黄蜂蛰”情境下被试的选择没有

显著差异(t(221) = 0.10, p = 0.923), 在“丢失 100 元” 

(t(221) = −2.18, p = 0.030, d = 0.30)、“得到糟糕的成

绩” (t(221) = −2.39, p = 0.018, d = 0.33)和“参加考试” 

(t(221) = −2.02, p = 0.045, d = 0.28)这三个情境下差

异显著, 先填写立即损失理由的被试的选择得分都

比先填写延迟损失理由的被试低, 这说明了当被试

先填写立即损失的理由时, 随后的决策也会更偏向

选择立即发生。 

4.2.2  不同负性事件下的理由权重分析 

对收集到的被试所填写的理由进行重复测量

方差分析(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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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不同负性事件发生时间的选择评分(M ± SE) 
 

在“丢失 100 元”情境下, 各理由之间权重差异

显著, F(3, 666) = 6.16, p < 0.001, η2
p = 0.27, 事后检

验(Bonferroni 校正)表明, 理由 1 的权重(M = 7.62, 

SD = 1.48)显著高于理由 2 (M = 7.24, SD = 1.79, p = 

0.038)、理由 3 (M = 7.12, SD = 1.59, p = 0.010)和理

由 4 (M = 7.06, SD = 1.90, p = 0.03)。除此之外, 其

他组两两之间差异均不显著(ps > 0.05)。 

在“被大黄蜂蛰”情境下, 各理由之间权重差异

不显著, F(3, 666) = 1.54, p = 0.202。 

在“得到糟糕的成绩”情境下, 各理由之间权重

差异显著, F(3, 666) = 7.02, p < 0.001, η2
p = 0.31, 事

后检验(Bonferroni 校正)表明, 理由 1 的权重(M = 

 

7.60 SD = 1.75)显著高于理由 2 (M = 7.25, SD = 

1.80, p = 0.035)、理由 3 (M = 7.08, SD = 1.71, p = 

0.018)和理由 4 (M = 6.90, SD = 1.95, p = 0.002)。除

此之外, 其他组两两之间差异均不显著(ps > 0.05)。 

在“参加考试”情境下, 各理由之间权重差异显

著, F(3, 666) = 7.16, p < 0.001, η2
p = 0.03, 事后检验

(Bonferroni 校正)表明, 理由 1 的权重(M = 7.87, 

SD = 1.73)显著高于理由 2 (M = 7.58, SD = 1.95, p = 

0.030)和理由 4 (M = 7.10, SD = 2.11, p = 0.001), 

理由 3 的权重(M = 7.52, SD = 1.78)显著高于理由

4 (p = 0.001)。除此之外, 其他组两两之间差异均不

显著(ps > 0.05)。 

以上结果说明了在不同查询顺序条件下的被

试首次查询到的理由都具有更高的权重, 早期生成

的理由对决策的影响更大, 这与查询理论一致, 说

明被试在决策时更依赖于早期检索到的信息。 

4.3  小结 

研究 3 验证了内在查询顺序会影响负折扣行为, 

在“丢失 100 元”、“得到糟糕的成绩”和“参加考试”

这三个情境下, 与先填写延迟损失理由的被试相比, 

先填写立即损失理由的被试更有可能选择立即发

生负面事件。“被大黄蜂蛰”情境则表现出截然不同

的模式, 其根源在于该刺激具有强大的生物学意义 

 
 

图 5  不同理由的平均权重差异比较(M ± 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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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潜在的高恐惧属性。对于此类强烈威胁性刺激, 

人类的决策常常绕过深思熟虑的代价−收益分析 , 

而更直接地受进化形成的本能性反应或高度自动

化的恐惧情绪所驱动(LeDoux, 2012; Loewenstein 

et al., 2001)。当被试拥有相关的恐惧经历或对疼痛

高度敏感时, 一种强大的、预先存在的“延迟以规避

即时危险”的动机已然形成。这种强烈的固有倾向

抵抗甚至覆盖了实验操纵所试图引导的临时查询

顺序。因此, 无论外部任务要求先思考哪方面的理

由, 其最终的决策都更稳定地指向延迟选项, 导致

操纵效应不显著。 

研究 3 验证了不同的查询顺序会影响负折扣行

为, 那么影响负折扣行为的因素, 是否也是因为通

过改变个体在决策时的内在查询内容和顺序, 从而

影响负折扣行为呢？研究 4 旨在通过方面列表法探

究损失程度对负折扣行为的影响, 进一步深化对负

折扣行为加工机制的理解。 

5  研究 4：损失程度对负折扣行为
的影响——基于查询理论的解释 

5.1  方法 

5.1.1  被试 

本实验采用单因素(损失程度大小：10 元、100

元、1000 元和 10000 元)被试间设计, 因变量为负

性事件时间偏好选择评分。采用 G*power3.1.9.7 计

算所需最低样本量, 将效应量 f 设为 0.30, α 设为

0.05, Power 值设为 0.90 时, 计算得到最低总样本量

为 164 名被试。通过线上平台招募了 428 名被试, 剔

除无效被试 42 名, 实际有效被试 386 名(男性 120

人, MAge ± SD = 23.91 ± 4.50 岁), 其中 10 元组 93

人, 100 元组 97 人, 1000 元组 98 人, 10000 元组 98

人。所有被试自愿参加实验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5.1.2  研究任务 

情境选择二择一范式   在研究材料的选取和

构建上, 被试需要完成涉及 4 种损失程度不同的跨

期选择题, 损失金额从小到大分别为丢失 10 元、

100 元、1000 元和 10000 元。针对不同损失程度

的负性事件, 询问被试：“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你

身上, 你愿意何时发生？”, 被试需要在 7 点量表

上标出愿意此事件发生的时间, 其中 1 = 非常肯

定选择现在, 7 = 非常肯定选择一周后。4 种损失

程度的指导语除涉及损失金额不同外其余文字部

分皆相同。 

方面列表法  方面列表法同研究 1。 

5.1.3  研究流程 

首先, 被试进入线上实验平台阅读完实验任务

指导语后, 被随机分配到 4 个实验组之一, 每组的

损失金额从小到大依次为 10 元、100 元、1000 元

和 10000 元。其次, 要求被试报告自己在评估负性

事件时间偏好选择评分时 , 所考虑到的所有理由 , 

至少写出两条理由。然后, 要求被试对负性事件时

间偏好进行选择。随后, 将被试填写的理由在屏幕

上再次呈现出来 , 对于每个理由 , 要求被试从“关

注点”、“效价”、“权重”三个方面进行编码。最后, 实

验结束后, 被试需要完成人口统计学问题。 
5.2  研究结果 

5.2.1  不同损失程度下的时间偏好选择 

结果如图 6 所示, 在这 4 种损失程度下, 选择

立即损失的被试占比分别为 63%、56%、45%和

37%。以损失金钱发生时间的选择评分为因变量, 

进行单因素(损失程度：10 元、100 元、1000 元和

10000 元)被试间方差分析, 结果发现, 损失程度的

主效应显著, F(3, 382) = 5.15, p = 0.002, η2
p = 0.04。

采用 Bonferroni 法进行多重比较校正, 结果发现, 

丢失 10000 元组(M = 4.72, SD = 2.70)与丢失 10 元

(M = 3.28, SD = 2.60; p = 0.002)和丢失 100 元组

(M = 3.69, SD = 2.78; p = 0.046)之间差异显著; 除

此之外, 其他损失程度两两之间差异均不显著(ps > 

0.05)。这说明损失金额对被试选择立即损失或延迟

损失的倾向性具有显著影响 , 随着损失金额的增

加, 被试更倾向于选择延迟损失。 
 

 
 

图 6  不同损失程度下负折扣的选择比例 
 

5.2.2  不同损失程度下查询内容的差异分析 

对在不同损失程度(10 元、100 元、1000 元和

10000 元)下被试所查询到的信息类型进行重复测

量方差分析。结果发现信息类型的主效应不显著, 

F(1, 382) = 0.02, p = 0.877; 损失程度的主效应不显

著, F(1, 382) = 1.28, p = 0.28; 信息类型和损失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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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互作用显著, F(3, 382) = 3.43, p = 0.017, η2
p = 

0.03。采用 Bonferroni 法进行多重比较校正, 结果

发现, 丢失 10 元组(M = 1.31, SD = 1.05)下的被试

价值增加信息显著多于丢失 10000 元组(M = 0.87, 

SD = 1.09; p = 0.035); 丢失 10000 元组(M = 1.35, 

SD = 1.09)下的被试价值减少信息显著多于丢失 10

元组(M = 0.91, SD = 1.14; p = 0.048); 采用 LSD 法

进行事后两两比较, 结果发现, 丢失 10 元组下的被

试价值增加信息多于丢失 1000 元组(M = 1.03, SD = 

1.14; p = 0.080)和丢失 10000 元组(p = 0.006); 丢失

100 元组(M = 1.23, SD = 1.14)下的被试价值增加信

息显著多于丢失 10000 元组(p = 0.024); 丢失 10000

元组下的被试价值减少信息显著多于丢失 10 元组

(p = 0.008)和丢失 100 元组(M = 0.97, SD = 1.09; p = 

0.019); 丢失 1000 元组(M = 1.28, SD = 1.17)下的被

试价值减少信息显著多于丢失 10 元组(p = 0.027)

和丢失 100 元组(p = 0.058)。除此之外, 其他组之间

两两差异均不显著(ps > 0.100)。 

然后, 采用 Bootstrap 方法和程序对理由数量

差值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以损失程度为自变量, 

损 失 金 钱 发 生 时 间 的 选 择 评 分 为 因 变 量 , 选 择

Model 4, 在样本量为 5000 和 95%置信区间下, 结

果显示理由数量差值的中介效应显著, 作用大小为

0.37 (LLCI = 0.1423, ULCI = 0.5891, 不包含 0)。 

以上结果说明, 当损失程度越大时, 被试会更

多地检索到“价值减少”信息, 从而倾向于延迟损失; 

当损失程度越小时, 被试会更多地检索到“价值增

加”信息, 从而倾向于立即损失。 

5.2.3  不同损失程度下查询顺序的差异分析 

采用 SMRD 值(方面类型的标准化中值等级差, 

具体计算方法见研究 1) (Johnson et al., 2007)来计

算被试产生不同价值信息的顺序倾向(对于只填写

了单一方面价值信息的被试, 在计算时将未填写部

分使用 s+1 进行补充)。 
 

 
 

图 7  不同损失程度下的 SMRD 值(M ± SE) 

以 SMRD 值为因变量, 对在不同损失程度下的

被试进行单因素被试间方差分析(见图 7), 结果发

现, 损失程度主效应显著, F(3, 382) = 4.45, p = 

0.004, η2
p = 0.03。采用 Bonferroni 法进行多重比较

校正, 结果发现, 丢失 10 元组的 SMRD 值(M = 

−0.25, SD = 0.97)显著低于丢失 10000 元组(M = 

0.24, SD = 0.96; p = 0.004); 采用 LSD 法进行事后

两两比较, 结果发现, 丢失 10 元组的 SMRD 值显

著低于丢失 1000 元组(M = 0.11, SD = 0.99; p = 

0.012)和丢失 10000 元组(p = 0.001); 丢失 100 元组

的 SMRD 值(M = −0.05, SD = 1.00)显著低于丢失

10000 元组(p = 0.036)。除此之外, 其他组两两之间

差异均不显著(ps > 0.05)。 

然后, 采用 Bootstrap 方法和程序对 SMRD 值

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以损失程度为自变量, 损失

金钱发生时间的选择评分为因变量, 选择 Model 4, 

在样本量为 5000 和 95%置信区间下 , 结果显示

SMRD 值的中介效应显著, 作用大小为 0.42 (LLCI = 

0.1999, ULCI = 0.6528, 不包含 0)。这说明随着损

失金额越来越大时, 被试的 SMRD 值越大, 被试更

早地检索到“价值减少”信息 , 越倾向于延迟损失 , 

进一步支持了查询理论。 

5.3  小结 

研究 4 结果表明, 随着损失金额的增加, 被试

更倾向于选择延迟损失, 这一差异主要是与被试检

索到的不同信息类型和查询顺序有关。具体而言, 

在面对较大损失时, 有关“价值减少”的信息会更快

更早的被检索, 从而使被试更倾向于选择延迟损失, 

说明了这种信息检索的偏好性在决策过程中起到

了关键作用, 进一步支持了查询理论的解释机制。 

6  讨论 

传统跨期决策模型普遍建立在“正时间折扣”

的假设之上, 认为个体倾向于贬低未来收益与损失

的价值, 表现出对即时收益的偏好和对即时损失的

规避(Laibson, 1997; Samuelson, 1937)。然而, 负折

扣行为对这一传统理论框架构成了挑战(Sun et al., 

2022; Yeh et al., 2020)。探讨负折扣行为的加工机制

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跨期决策这一人类重大决

策行为, 并进一步完善跨期决策模型。本研究引入

查询理论, 从认知加工的角度为负折扣行为提供新

的解释框架。 

6.1  主要研究发现 

研究结果显示, 在不同类型的负性情境中,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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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至 76%的被试表现出负折扣行为, 即更倾向于

选择立即而非延迟的负性结果。该发现与前人研究

一致(Barile et al., 2018; Sun et al., 2015, 2022; Yeh 

et al., 2020), 进一步证实了负折扣在损失领域中的

普遍性与稳定性。进一步分析发现, 优先检索支持

“立即损失”的“价值增加”类信息(如“早损失早安

心”、“避免等待过程中的焦虑”)的个体, 倾向于选

择立即损失选项, 表现出负折扣行为; 而优先检索

支持“立即损失”的“价值减少”类信息(“资金具有时

间价值”、“没做好心理准备”)的个体, 倾向于选择

延迟损失选项。这说明决策偏好与个体在决策过程

中所检索的信息类型密切相关。研究还发现, 首个

被检索的理由在决策中具有最高权重, 且该现象在

不同负性情境中均稳定存在。这表明个体在决策初

期所形成的认知框架对后续信息加工具有主导作

用, 早期信息更容易被赋予更高决策权重, 后续信

息则因输出干扰效应而影响力递减(Johnson et al., 

2007; Weber et al., 2007)。通过操纵查询顺序, 本研

究检验了查询顺序对负折扣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 

被要求优先列出选择立即损失理由的被试更倾向

于选择立即损失选项, 进一步支持查询顺序在形成

决策偏好中的关键作用。除此之外, 本研究还发现, 

损失程度通过影响个体的信息查询内容与顺序进

而影响负折扣行为。在面对较大损失时, 个体更多

且更早检索到“立即损失”的“价值减少”类信息, 从

而促使其更倾向于选择延迟损失。这说明, 信息检

索的倾向性会随决策情境(比如, 损失金额大小)的

变化而系统性地调整, 从而影响最终的决策偏好。 

需要注意的是, 尽管研究 3 中对查询顺序的操

纵逻辑符合理论假设, 但要求被试先写下“选择立

即损失的理由”或“选择延迟损失的理由”的表述 , 

可能使被试推测研究目的, 从而引入潜在的引导性

偏差。通过比较研究 3 (立即理由优先组)与研究 1

被试的结果发现, 除“被大黄蜂蛰”这一情境外, 研

究 3 (立即理由优先组)与研究 1 被试在其余三种负

性事件(丢失 100 元、得到糟糕的成绩、参加考试)

中的负折扣比例基本一致。这表明, 在多数情境下, 

立即理由优先组被试先书写理由再决策的结果与

自然决策顺序下的结果是一样的。前人研究也表明, 

自然查询顺序下的方面列表结果与无列表操纵的

研究结果相同(Johnson et al., 2007; Kahneman et al., 

1991), 这意味着强制查询内容不会影响人们的自

发行为。然而, 尽管数据未呈现显著偏差, 本研究

仍可能受到要求效应的潜在影响。因此, 未来研究

需采用更为严谨的方法, 以进一步控制此类风险。 

6.2  查询理论的解释 

本研究结果显示, 被试在负性情境中更倾向于

选择立即损失而非延迟损失, 表现出负时间折扣行

为, 该现象可通过查询理论得到合理解释。根据查

询理论, 跨期决策并非基于对所有相关信息的整体

评估, 而是通过一系列依序进行的认知查询过程实

现的。具体而言, 在面对“是否应选择当下承受损

失”这一决策时, 个体通常将其分解为若干有序的

“查询子问题”, 并依次从记忆中提取相应的支持性

理由。实验数据表明, 多数被试在查询过程中首先

提取支持“立即损失”的理由, 随后才检索支持“延

迟损失”的理由。这一顺序差异通过输出干扰机制

影响最终的决策偏好。先被激活的理由在心理表征

上更为凸显, 在决策权衡中被赋予更高的权重; 同

时, 该过程会抑制后续相反理由的可及性以及对决

策的影响力, 从而强化立即损失选项的吸引力, 促

使负折扣行为形成。与之相对, 少数表现出正折扣

倾向的被试则可能遵循相反的查询顺序, 即优先提

取支持“延迟损失”的理由, 进而增强延迟选项的心

理权重, 并削弱立即损失相关理由的作用。由此可

见, 个体在负性跨期决策中的偏好差异, 可归因于

其内在查询顺序的不同以及输出干扰机制在信息

加工过程中的作用。 

6.3  查询理论与预期恐惧解释的比较与整合 

本研究认为查询理论描述的偏好构建过程是

一个认知过程模型, 而预期恐惧解释则将负折扣行

为归因于对即将发生的负面后果所诱发的恐惧情

绪驱动。本研究发现, 预期恐惧解释不足以涵盖研

究结果, 特别是研究 3 的发现。若回避延迟损失仅

源于对恐惧情绪的预期, 则改变被试思考“立即损

失”与“延迟损失”理由的顺序, 应不会影响其决策

偏好。预期恐惧作为一种针对特定未来结果的情感

性预期, 其作用应相对稳定, 不易受中性认知框架

操作(如查询顺序)的干扰。 

本研究的结果为进一步理解 Sun 等人(2022)所

揭示的负折扣行为的复杂性提供了机制性解释。首

先 , Sun 等人(2022)指出 , 除预期恐惧外 , 当前偏

差、个体对金钱损失或疼痛的耐受能力, 以及尽早

终结损失的动机等因素也可能导致负折扣行为。本

研究提出, 这些因素并非独立作用于决策, 而是通

过协同影响个体内部信息搜索的方向与顺序, 引导

其更多地关注并提取“支持立即承受损失的理由”, 

从而共同强化了在跨期损失情境中选择提前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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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失的决策偏好。其次, 本研究为解释决策偏好与

报告情绪之间的分离现象提供了线索。Sun 等人

(2022)发现, 在高强度情境(如高额金钱损失或拔牙)

中, 许多被试报告了预期恐惧却未选择立即损失。

而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 在查询理论的视角下则能

得到合理解释。决策不仅取决于是否体验到恐惧, 

更取决于该情绪是否在检索过程中被优先提取并

编码为支持立即行动的决定性理由。最后, Sun 等

人(2022)观察到超过半数的被试在不同情境中稳定

表现出正折扣行为 , 这暗示其可能具有一种固有

的、倾向于优先检索“价值减少”信息的认知模式。 

相比预期恐惧解释, 查询理论的独特性体现在

以下四个方面。第一, 它从过程机制出发, 将决策

视为依赖记忆检索顺序的动态构建过程, 而非静态

的情绪反应结果; 第二, 它强调信息检索的结构性

影响, 包括查询顺序与输出干扰如何影响偏好形成; 

第三, 它提供了一种可检验的认知模型, 能够通过

操纵查询顺序来预测和干预决策行为; 第四, 它在

解释评估偏差(如负折扣行为)时, 能自然衔接情绪

机制与认知机制, 说明情绪预期如何通过影响查询

内容与顺序进而作用于最终选择。因此, 引入查询

理论不仅有助于超越单纯的情绪解释, 更能从信息

加工的角度揭示负折扣行为的加工机制。 

6.4  实践启示 

查询理论强调, 决策并非是对既有偏好的简单

揭示 , 而是一个动态构建的过程 , 依赖于个体在

特定情境下对信息的序列性检索与整合 (Johnson 

et al., 2007; Weber et al., 2007)。研究 3 通过操纵查

询顺序, 明确展示了外部干预如何显著影响个体的

决策偏好。当被试被引导优先检索支持立即损失的

理由时, 更倾向于选择立即承受损失; 反之, 若优

先检索延迟损失的理由, 则更倾向于延迟。这一结

果有力地表明, 负折扣并非一种固定不变的行为偏

差, 而是一种高度依赖于认知检索路径的、具有可

塑性的决策策略(Dinner et al., 2011; Hardisty et al., 

2010)。这一发现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尤其为行为

干预与助推策略的设计提供了理论依据。通过有意

引导个体调整其信息查询的顺序, 可有效影响其最

终决策, 使其更符合长期利益。例如, 在金融领域, 

为促进借款人尽早偿还债务 , 可引导其优先思考

“无债一身轻”的心理轻松感, 而非“当前资金紧张”

的困难; 在健康领域, 鼓励患者接受预防性医疗检

查时, 可突出“尽早发现隐患以避免更大痛苦”的益

处, 从而增强其接受即时负性体验的意愿。类似地, 

在环保行为促进中, 通过优化信息呈现顺序, 优先

展示即时行动带来的积极后果, 可有效助推个体采

取更积极的短期行为, 以换取长期收益。因此, 查

询理论不仅深化了对决策认知加工机制的理解, 也

为跨期决策的干预提供了新思路。 

6.5  研究局限与未来方向 

本研究虽为理解负折扣的加工机制提供了实

证支持, 但仍存在若干局限性, 未来研究可在此基

础上进行深化和拓展。首先, 本研究所有决策情境

均采用假设性选择任务, 尽管此类范式在控制变量

方面具有优势, 但可能无法完全反映真实决策中的

心理与行为过程(Harrison & List, 2004)。未来研究

可引入具有实际后果的决策任务, 如采用经伦理审

查的轻微真实电击、即时性的金钱奖惩或真实的等

待体验, 以进一步提高研究的生态效度。其次, 本

研究对查询过程的测量完全依赖于被试的自我报

告。尽管“方面列表法”能够有效外化内部思维过程, 

但该方法仍可能受到记忆偏差、社会赞许效应及事

后合理化加工的影响(Ericsson & Simon, 1993)。为

更客观、直接地捕捉信息检索的动态过程, 未来研

究可整合多种认知神经科学技术。例如, 采用眼动

追踪技术可以实时记录被试在决策时对不同选项

属性的注意分配; 借助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揭示

不同查询顺序下大脑激活模式的差异(Hare et al., 

2009)。再次, 研究 4 中设置的损失金额跨度较大(10

元~10000 元), 未能控制损失金额的相对价值以及

金钱稀缺性对个体决策的影响。未来研究可以测量

不同个体的收入水平和金钱稀缺感, 将其作为协变

量加以控制, 以提升研究结论的生态效度与外部推

广力。最后, 本研究尚未深入探讨稳定的个体差异

变量对查询顺序的潜在影响。个体的人格特质、认

知风格以及对不确定性的容忍度等个体差异变量, 

都可能系统地塑造其默认的信息检索模式(Figner 

et al., 2010)。将这些个体差异因素纳入研究框架, 

将有助于解释为何在相同情境下不同个体会表现

出截然不同的时间偏好, 从而增强查询理论对行为

异质性的预测能力。 

6.6  结论 

本研究通过系列研究表明, 查询理论能有效解

释负折扣行为的加工机制。负折扣行为与个体在决

策过程中优先检索“价值增加”信息密切相关, 且该

检索顺序可通过实验操纵而改变。这一发现不仅深

化了对负折扣行为的理解, 也为行为干预提供了新

的理论依据和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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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ssing mechanism of negative discounting behavior:  
Explanation based on query theory 

LIU Lei, LIU Wenxia, CHENG Yang, GE Chunlei, LIU Hongting, LI Yu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Ningbo University; Center of Group Behavior and Social  

Psychological Service,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315211, China) 

Abstract 
Negative discounting behavior in intertemporal decision-making, which refers to individuals’ preference for 

immediate aversive events over delayed ones, poses a notable challenge to traditional temporal discounting 

models based on positive discounting assumptions. Previous interpretations have predominantly centered on 

emotional factors, such as dread, yet they have generally neglected the cognitive processes involved, particularly 

the crucial role of information retrieval content and sequence during decision-making. This study, grounded in 

query theory, which postulates that decision preferences are constructed through the sequential retrieval of 

internal information, proposed that individuals who more frequently and prioritally retrieve “value-increasing” 

information—encompassing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attributes of immediate and delayed losses, 

respectively—are more inclined to display negative discounting behavior. Conversely, those who predominantly 

access “value-decreasing” information, including the negative and positive attributes of immediate and delayed 

losses, respectively, tend to exhibit positive discounting tendencies. To provide a cognitive framework 

complementing existing emotion-focused explanations, the current study hypothesized that loss magnitude 

moderates negative discounting behavior by shaping the content and order of queries.  
Four systematic studies were conducted with adult participants recruited via online platforms. Study 1 (n = 

208) and Study 2 (n = 202) adopted the aspect listing method under the “Pre-Decisional Querying” and 

“Reasoning First” procedures, respectively, combined with a binary choice paradigm and 7-point scales. 

Participants were exposed to four negative scenarios (i.e., losing 100 yuan, being stung by hornet, receiving a 

poor grade, and taking an exam) and were required to list their decision-making reasons either before or after 

indicating their temporal preferences. Study 3 (n = 223) directly manipulated the query order by instructing 

participants to generate reasons for immediate or delayed loss first to verify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query order and negative discounting behavior. Study 4 (n = 386) varied the magnitude of loss across four levels 

(i.e., ¥10, ¥100, ¥1, 000, ¥10, 000) to explore how loss magnitude impacts decision preferences. Across all 

studies, participants’ open-ended reasons were coded into value-increasing and value-decreasing categories, and 

weight analysis was performed on these reasons.  
Results of Studies 1 and 2 indicate that negative discounting behavior was prevalent across the four 

negative scenarios, with the most prominent tendency observed in the “taking an exam” context. Consistent with 

the initial hypotheses, individuals with negative discounting tendencies retrieved significantly more 

value-increasing information, whereas those leaning toward positive discounting accessed more 

value-decreasing information; the two types of information jointly predicted decision preferences. In addition, 

individuals with negative discounting showed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in the sequential order of information 

retrieval, which was closely correlated with their choice tendencies. Note that across all scenarios, the reasons 

retrieved first were assigned greater weight in decision-making compared with those generated later. Study 3 

demonstrated that manipulating query order exerts an impact on decision preferences. In most scenar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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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cipants instructed to prioritize reasons for immediate loss were more likely to opt for immediate aversive 

events. The exception was the “being stung by hornet” scenario, in which the manipulation had no significant 

effect. Study 4 revealed that loss magnitude moderated negative discounting behavior, because increases in loss 

magnitude led to a corresponding shift in individuals’ tendency toward delayed loss. Moreover, information 

retrieval played a mediating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oss magnitude and decision-making, bridging the 

two factors through cognitive processing pathways. 
This research identifies the content and sequential order of information retrieval as the core cognitive 

mechanism underlying negative discounting behavior, supplementing the traditional emotion-based explanatory 

frameworks. It enriches intertemporal choice theory by integrating the query-based cognitive process into the 

existing theoretical system and provides empirical evidence that decision preferences can be altered by 

manipulating the query order. From a practical perspective, findings offer actionable insights for behavioral 

interventions in such domains as financial debt repayment, health management, and preventive medical care. By 

structuring the sequence of queries, individuals could be guided toward making adaptive intertemporal choices, 

thereby highlighting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this study. 

Keywords  negative discounting behavior, query theory, intertemporal decision-making, time discounting 

 

 

 


